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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题共患状况及防治对策

摘要：当前，儿童青少年面临多种情绪和行为问题，如抑郁、焦虑、校园欺凌、网络成瘾等，同时这些情绪和行为

问题存在着共患性，影响着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综合以往研究，分别对情绪和行为问题共患的理论模型、我

国儿童青少年各类情绪和行为共患问题现状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等进行了阐述，并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提出有

针对性的防治建议和对策，以通过综合施策，促进儿童青少年情绪和行为共患问题的改善，助力其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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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快速发展、各种应激事件频发、人工智

能冲击、社会环境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儿童青

少年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表现出高发、早发的特

点。2019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

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全球 10~19岁的青少年群体

中，约 20% 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1]；我国 17 岁以下

儿童青少年中，约 3000 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

行为问题困扰，抑郁、焦虑、校园欺凌、网络成瘾

等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率在 15%~30%[2]，严重影

响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以及我国未来人口

素质整体提升。

由于受到共同的个人特质、生存环境的影响，

各类情绪和行为问题通常都不是单一发生的，而是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患性。有研究发现，网络成瘾

问题和受欺凌的相关达 36.41%，抑郁和焦虑情绪

的相关高达 76.64%[1]。关于情绪和行为问题共发状

况的研究近年来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下文将介

绍有关心理健康问题共发的理论模型，进而对儿童

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共发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阐述，

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治建议。

一、 情绪和行为问题共患的理论模型

共患或共病（co-morbidity）这一概念最先由

美国耶鲁大学流行病学教授范斯坦（Feinstein）[3]

于 1970 年在慢性病领域提出，是指在患者患有某

种疾病时，同时患有任何其他类型的疾病。共患包

括疾病、障碍或健康问题等多种形式的健康状况。

心理学领域与精神医学领域中，心理病理问题常被

分为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两大类，外化问题以行为

问题为主，例如攻击行为；内化问题以情绪问题为

主，例如焦虑和抑郁。针对内-内共患和内-外共

患的不同类型，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

（一） 内化问题共患的理论模型

关于内-内共患，如焦虑障碍与抑郁障碍的共

患，Axelson 和 Barmier[4] 认为这两类问题同属于内

化性障碍，也可称为情绪障碍。从症状和诊断标准

上来看，广泛性焦虑症和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有重合

的部分，例如两者都包括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和

睡眠障碍等症状。有研究发现，30%~63% 的焦虑

症患者符合并发重症抑郁障碍的标准，由此研究者

整理了关于焦虑障碍与抑郁障碍共患的机制，目前

有三种假设的心理学模型 [4]。 

1. 三方模型。该模型使用消极情绪、积极情绪

和生理上的高唤醒三个维度作为框架，提出抑郁可

能与缺乏积极情绪（如愉悦感）有关，心理过度觉

醒的增加可能与焦虑有关，而焦虑和抑郁共患的患

者消极情绪水平较高。

2.趋近-回避模型。该模型试图将焦虑和抑郁

中观察到的情绪与动机的临床缺陷联系起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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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不同的情感和动机系统——趋近系统和回避

系统。趋近系统主要调控对积极、奖励性刺激或情

境的趋近行为，与左侧额叶功能有关，主要负责加

工积极情绪信息，而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左侧额叶功

能较不活跃。回避系统调节行为抑制的动机，与右

侧额叶功能有关，主要负责加工消极情绪信息，调

控对消极、威胁性刺激或情境的回避行为。右侧额

叶的过度活跃可能与焦虑障碍相关。该模型被用于

解释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患者的情感和动机问题。

例如，在抑郁状态下，个体的接近系统可能受到抑

制，导致对积极刺激的反应减弱；而回避系统则可

能过度活跃，使个体更容易对消极刺激产生反应。

3. 效价 -唤醒模型。效价维度代表了情感的正

负性质，即愉快或不愉快。它通常用一个范围来表

示，从极端的负面（不愉快）到中性，再到极端的

正面（愉快）。唤醒维度指的是情感的激活或能量

水平，它描述了个体在体验情感时的兴奋或平静程

度。同样，它也可以用一个范围来表示，从低唤醒

（如平静、放松）到高唤醒（如兴奋、紧张）。该模

型强调了焦虑和抑郁唤醒的脑区差异，提出抑郁与

负责觉醒的右顶颞脑区活动减少有关，而焦虑则与

该区域活动增加有关。

（二）内外问题共患的理论模型

内 - 外心理问题间的共发也普遍存在 [6]。失

败模型（failure model）认为，个体的外化问题（攻

击、反社会行为）会导致内化问题（抑郁）。例如，

做出反社会行为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这

可能是因为反社会行为使得他们无法发展良好的

学业能力和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低下的学业能力

和不良的社会关系使他们经历了更多的失败，由

此增加了他们对于内化问题的易感性 [7-8]，从而表

现出抑郁等情绪问题。另外一个模型——表现模型

（acting-out model）认为，内化问题会通过外化问

题表现出来，有些儿童青少年会通过外化问题（例

如攻击、易怒、逃学等行为问题）来表现他们的抑

郁情绪等内化问题 [9]。

卡斯普（Caspi）等于2014年在智力的二因素理

论基础上提出了内外化心理病理的 p因素理论 [11]。

智力的二因素论将智力划分为普通因素（G 因素）

和特殊因素（S 因素），认为人类的智力是由 G 因

素和 S 因素共同决定的。p 因素理论认为，个体的

内外化心理病理问题的成因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可

以由两种核心因素共同解释：一种是一般因素，也

称之为 p 因素（general psychopathological factor）；

另一种是那些与特定问题相关的独特因素，即 s因

素（specific factor）。p因素就像是一个“开关”，是

个体产生心理病理问题的普遍原因，代表着心理病

理问题产生的潜在倾向，各类内外化心理病理问题

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p因素的影响，在这个维度上

得分越高，个体的障碍、大脑功能受损等方面也就

越严重。除了 p因素，各种心理病理问题还受外化

或内化问题相关的独特因素影响 [10]。在 p因素和独

特因素共同作用下，个体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内化或

者外化问题，或者出现共患问题。

二、情绪和行为问题共患状况

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发现，已有研究较为普遍

地关注儿童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共患（Comorbidity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CAD）状况及其与行为

问题的共患状况。焦虑和抑郁作为两类普遍发生的

情绪问题具有较高的共患率，且共患者比单一情绪

障碍者面临更多适应性问题和社会功能损害。同

时，网络成瘾和欺凌行为作为当前儿童青少年群体

中的突出行为问题，也与CAD存在关联。特别是网

络成瘾与抑郁、欺凌和自杀倾向等多种类型问题的

共患愈发受到关注。这些不同类型问题间的共患现

象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具有更严重的负面影

响。以下结合文献，分别对焦虑-抑郁共患、其他

行为问题间的共患研究进展进行阐述。

（一）焦虑－抑郁共患

CAD作为精神医学领域十分常见的共患类型，

图 1  p 因素理论示意图 [10]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5 年第 3期  总第 602 期06 学术

空间

可以从分类与维度两个角度进行定义：分类定义为

个体同时患有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或

国际疾病分类（ICD）诊断的重度抑郁症与焦虑症；

维度定义为个体同一时期的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

符合相应的筛查量表检出标准 [5]。

早在 2005 年， 就有研究探究临床患儿中焦

虑与抑郁共病的发生率和行为特点， 研究者共

在门诊收集到 31 例符合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

诊断标准的 5~17 岁共病临床病例，使用儿童行

为量表（CBCL）、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

（SCARED）、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E）等

对共病儿童进行精神障碍评定后发现，共病患儿

比单一障碍患儿面临着更严重的内化性问题和外

化性问题，社会功能损害也更明显 [12]。此后，研

究者将研究对象拓展至正常群体儿童， 一项对

565 名 2~6 年级小学生焦虑 - 抑郁共患现象的调

查发现，有 30.71％的焦虑性障碍儿童合并抑郁，

44.33％抑郁障碍儿童合并焦虑。与临床结果类似，

该研究还发现，CAD 儿童的内化性问题比单纯焦

虑或抑郁儿童更严重，且自我意识水平更低 [13]。

后续有研究者将被试的样本数量和年龄范围

进一步扩大。马静 [14] 对 3965 名 11~18 岁儿童青少

年进行调查后发现，抑郁伴焦虑者占总抑郁症状人

数的 55.3%，与抑郁不伴焦虑的学生相比，抑郁伴

焦虑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抑郁水平，并且表现出更

多的品行问题、注意多动缺陷问题及同伴相处困

难。另一项研究对 1000名 8~14 岁小学生进行焦虑

障碍筛查，并对筛查出的儿童进行抑郁障碍诊断，

结果共筛查出 14名 CAD儿童，焦虑障碍儿童中抑

郁障碍的发生率为 11.7%（14 /120）[15]。一项针对

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表现出焦虑、抑郁共病症状的

学生占18.4％，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大学生，其焦虑、

抑郁共病症状的检出率高于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大

学生 [16]。另一项有关大学生焦虑和抑郁共病症状的

研究报告了16.9%的共患检出率 [17]。

随着 CAD 研究在儿童青少年领域的深入，有

研究者将其他群体或个体因素加入研究中。一项研

究选取 89 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共

患检出率为 22.2％，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

的焦虑、抑郁及两者共患情况更严重 [18]。

虽然上述各项研究由于年龄、样本规模等原因

得出的焦虑-抑郁共患率不同，但是均表明我国儿

童青少年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抑郁共患问题，且

共患儿童青少年比单一情绪障碍者（只存在焦虑或

抑郁）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功能损害、品行问题、注

意多动缺陷问题、人际交往问题等。

（二）情绪 - 行为问题共患

当前，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和欺凌（bullying）是儿童青少年群体中最为

普遍的外化行为问题，严重危害着这一群体的身

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网络成瘾是指在无成瘾物质

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失控行为，表现为过

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

能的损伤；诊断网络成瘾障碍，持续时间是一个重

要标准，一般情况下相关行为至少持续 12 个月才

能确诊。儿童青少年是网络成瘾的高危群体，可能

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19]。袁雯、蒋家诺

和秦阳等 [20] 研究调查了内蒙古地区学生网络成瘾

和抑郁的流行现状，于 2017—2021 年分别选取了

631771528180871180 和 89932 名 10~24 岁学生，使

用网络成瘾量表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判定其网络成瘾和抑郁情况，发现网络成瘾和抑郁

共发的检出率保持在 1.8%~2.5%，并且网络成瘾

与抑郁间存在线性和非线性关联，这种关联在不同

性别、地区、学段中均存在。修丽 [21] 采用自填式焦

虑、抑郁及网络成瘾量表，调查 37506 名初一到高

三学生的焦虑、抑郁及网络成瘾水平，结果发现，

1468名学生检出CAD，检出率为 3.91%，并且CAD

与中学生网络成瘾之间存在关联性。

此外，近年来时有发生的校园欺凌现象也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欺凌是指强势个体（或

群体）对弱势个体（或群体）持续施行的、故意的

攻击性行为。欺凌行为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身体

欺凌、语言欺凌和关系欺凌，长期受欺凌的儿童

容易出现自杀倾向 [22]。在 PISA2015 测试中，中国

四省（市）学生受欺凌指数为 0.10，明显高于韩国

（-1.44）和日本（-0.21）两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并

且中国四省（市）15 岁在校中学生中有 22.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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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遭受过至少一种校园欺凌，略高于平均水平

（18.7%）[23]。邵志晓、耿修来和邹金婷等 [24] 为了解

中学生校园欺凌和自杀倾向共发与成瘾行为间的相

关性，对海南省6654名中学生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海南省中学生校园欺凌和自杀倾向共发

率为 8.00%；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初中生、留

守学生易共发校园欺凌和自杀倾向，且有成瘾行为

的中学生校园欺凌和自杀倾向共发的可能性更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电子设备的使用程

度提高，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欺凌类型——网络

欺凌（cyber bullying）。一项对初一至高二学生网络受

欺负与身体、言语、关系受欺负的共发性的研究发

现，中学生网络受欺负与传统受欺负具有较强的共

发性，尤其是言语、关系受欺负，并且欺负类型的共

发性越强，抑郁和自杀意念越严重 [25]。

近年来，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青少年网络

成瘾与焦虑、抑郁、欺凌、成瘾等多种情绪和行为

问题的共发，发现网络成瘾与遭受过欺凌的儿童

青少年的抑郁与自杀倾向更高，网络成瘾与抑郁、

欺凌、自杀意愿等多种类型的共患问题值得进一

步关注。

三、 影响情绪和行为问题共患的相关因素

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共患受到个人特质、风险环

境、负性生活事件等个体层面和环境中风险因素影

响。以下结合已有研究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 个人气质特点

一些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共发的研究表明，气

质因素在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着重要

影响。在婴儿期，具有高愤怒 / 沮丧情绪的婴儿比

其他婴儿更有可能出现内外化共发的问题 [26]，气质

类型为困难的儿童更容易出现慢性的共患问题 [27]。

以上研究说明气质因素是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

共发的重要个体因素。

（二）家庭风险环境

在针对低幼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家庭冲突程度

较高、母亲焦虑 / 抑郁症状加重以及母亲年龄较小

的婴儿出现共发问题的风险更大 [26]。同时低社会经

济地位、非双亲家庭与压力生活事件经历也影响着

个体内外化问题的共发 [28]。另有研究表明，父母患

有抑郁症，其子女患早发性焦虑症和抑郁症的风险

高于正常父母的子女，并且家庭环境在低水平焦虑

症状和恶劣心境中起着重要作用 [29]。

（三）不良生活方式

一项对儿童青少年 24 小时活动行为与焦虑 -

抑郁共患问题关系的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睡眠

时间与焦虑 - 抑郁共患风险有负相关，睡眠时间

的减少与焦虑 - 抑郁症状共发风险的提高有关，

而久坐行为时间增加与焦虑 - 抑郁共患发生风险

有正相关，久坐时间增长与抑郁、焦虑症状共发

风险增加有关 [30]。上述研究提示，日常活动、体

育运动以及睡眠习惯等会影响焦虑 - 抑郁共患，

由此可以得出，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预防

情绪问题的发生。

（四）大脑信息加工方式异常

研究发现，那些诊断为焦虑、抑郁以及焦虑-

抑郁共病的人群和正常人群的情绪加工过程存在

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将模棱两可的情况解释为消

极的或威胁的 [31]。此外，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的人

群中存在与感知和情绪调节相关的神经回路功能

障碍，健康儿童和焦虑、抑郁的儿童在处理恐惧和

中性面部表情时，大脑杏仁核的反应存在差异，其

中，焦虑、抑郁的儿童对情绪刺激均表现出非典型

的反应：相比一般儿童，患有焦虑症的儿童在看到

恐惧面孔时，杏仁核区域表现出过度的杏反应，而

患有抑郁症的儿童对这些面孔的反应减弱 [32]。此

外，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一直被认

为是调节个体诸多行为，尤其是与抑郁和成瘾相关

行为的关键脑区。一项针对成瘾行为与情绪问题共

病的神经机制的综述汇指出， NAc 通过调节神经

回路和分子信号的变化，在抑郁和成瘾行为共病中

起到了潜在中介作用 [16]。

四、情绪和行为问题共患的防治对策

了解各类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共发状况，分析共

发背后的影响因素，对于识别不同问题间的共性特

征，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靶向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

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中提出的“坚持系

统治理，健全多部门联动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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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机制”[33] 原则，以下从家校社协同层面对有效

防治儿童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题及共患问题提出

相应建议。

（一）家庭层面

首先，创设健康的家庭环境。家庭是儿童青

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家长应创设温暖、和谐、支

持性的家庭环境，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有研究显

示，不良的亲子关系会提高孩子内外化问题共发

的风险，因此家长需要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

系 [34]。其次，家长应提高家庭教育技能，例如学习

关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相关知识，避免因不正

确的教育方式导致儿童出现焦虑、抑郁与行为问

题等 [35]。再次，提升情绪管理技能，引导孩子学会

有效地管理和表达情绪。最后，指导孩子合理安排

学习与生活，避免过度疲劳。此外，研究表明，运

动对 CAD 的干预具有重要作用 [36]。因此，家长应

鼓励孩子多参加体育活动等，及时缓解压力、放松

身心。

（二）学校层面

学校管理者应当深刻认识到学生心理卫生的

重要性，并积极致力于优化校园心理环境。构建一

套完善的心理健康促进机制，如设立心理辅导室，

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此外，加强心理

健康教育，如开设心理课程，引导学生了解并识别

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各种表现并掌握有效的应对策

略。加强家校合作，家校应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关

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学校可定期组织家长培

训，提高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

（三）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应优化社会心理服务，加强专业队

伍建设，培训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开设心理卫生专

科门诊，提高专业人员对儿童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

题及共患问题的警觉性，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干

预。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学校、社区和社会组织加

强合作，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例

如，设立心理咨询热线、举办心理健康讲座等。

综上所述，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具有

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往往由多种因素共同引发，

包括学业压力过大、家庭环境不佳以及社交困难等。

情绪和行为共患问题的防治要从多角度考虑，采取

综合防治措施，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作用。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应为孩子提供温暖和支持；

学校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社会则应创

设一个包容、和谐的环境，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必要的

支持和帮助。三者应加强沟通与协作，共同促进儿童

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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